
一、研究背景

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几乎家喻户晓，但至今没有可靠的全国整体不

均等指标的时间序列， 尽管区域不均等和城乡差异的指标存在 ( 万

广华，1998，2004; 万广华等，2005)。这些极为重要的数据缺失，

阻碍了人们分析贫富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，从而使我国难以对症下

药制定或实施有效的相关政策。另一方面，没有这个时间序列，学术

界也难以开展收入分配对诸如内需、犯罪、健康等影响的研究。当然，

没有系统的全国不均等信息，也就难以解析城镇化与不均等之间的关

系。

结合图 1 和图 2 很容易发现，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，城镇化

率和不均等都保持了上升的趋势，二者呈正相关，其相关系数值高达

0.92(与基尼系数 ) 或 0.94(与泰尔指数) 。当然，这种相关性不代表

因果关系，不能说明城镇化的推进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。城镇化究

竟是否与不均等相关? 它又如何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? 这些是下面两

节所要回答的问题。

二、方法论探讨

（一）理论框架（如下图所示）

考虑到泰尔指数的完全相加可分解性，加上不同不均等指数间的高

度相关性，我们决定选用泰尔指数。以 Pr 和 Pu 分别代表农村和城

镇人口，全国总人口为 P = Pr + Pu，城镇化率用 Pu / P = Wu 表

示，农村人口比例则为 Wr = 1-Wu 为农村人口比例，用 Tr 和 Tu

表示农村和城镇内部的泰尔指数，这时，全国不均等可以表示为:



三、中国案例

首先，根据( 1) 式来看全国整体不均等的构成。它可以分为城乡内

部不均等的组内贡献和城乡差距的组间贡献( 见图 3 ) 。这个分解结

果可以为政府确定相关政策优先序提供信息。图 3 表明，城乡收入

差距是整体不均等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在 1984 年的贡献率最低，为

24. 1% ，之后逐渐上升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 40% ，最后攀升至

2010 年的 53. 6% 。也就是说，在全国加总层面消除城乡差异，就

可以将整体不均等减半。其实，在 1984 年城乡差距最低时，我国的

泰尔指数仅为 0.148( 基尼系数为 0. 299) ，远低于 2010 年的 0.

387( 0. 457) 。图 3 还表明，从 2003 年起，组内贡献下降较快，

但总体不均等下降缓慢，隐含着城乡差异的继续扩大。如果说整体不

均等的趋势早期主要由组内贡献左右的话，城乡差距的作用随着时间

的推移越来越重要。这些发现呼唤我们应充分重视城乡差距。

图 4 显示依 据不同年 份的平均收 入和不均 等状况所得 到的倒 U

型曲线。 这个图有四个有趣的发现: ( 1 ) 随着时间的推进，曲线有往

上移动的倾向，说明收入分配的恶化使城镇化对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

有所减弱。比如说，如果我国的贫富差距能够保持在 1983 年的状况，

而仅仅把城镇化率提高到 2010 年的 49. 68% ，这时的整体泰尔指

数就会是 0. 137，而不是实际发生的 0. 387，后者是前者的 2. 82 倍。

而如果我国的收入分配能够控制在 1990 年的状况，2010 年的泰尔

指数大约为 0. 19，是实际水平的一半。必须指出，这里讨论的是城

镇化与不均等水平( level) 之间的关系; ( 2) 越是后期的曲线似乎越



为陡峭，所以城镇化对不均等的边际影响有上升的趋势。这里的边际

关系与第一个发现所说的“水平 ”关系是二回事。举例来说，基于

1982 年或 1983 年的曲线，将城镇化率从 45% 提高到 50% ，泰

尔指数就会减少 0. 0034 或 0.0043，而基于 2010 年的曲线，这个

值为 0. 0068; ( 3 ) 大多数倒 U 型曲线后部分显得更为陡峭，意味

着城镇化在越过其临界值或驻点后对改善收入分配的影响越来越大;

( 4 ) 驻点或峰值随时间有所移动，但整个区间似乎不是很宽。比如，

使用 1982 年或 1984 年的数据，整体泰尔指数在城镇化率为 34%

或 24% 时达到最高，然后下降; 但使用 2010 年的数据，这个倒 U

型曲线向上和向右发生移动，其驻点右移为 39% ，该驻点值是新中

国历史上最高的。

再次，基于( 3) 式，分析城镇化对整体不均等的边际影响，它由两

部分组成: 第一部分是城镇化对城乡内部不均等之差的影响，即 Tu

－ Tr。因为中国农村内部的泰尔指数一直大于城镇内部的，所以在其

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中国的城镇化会使组内差距下降。换言之，如

果没有城镇化，中国的贫富差距比实际发生的还要严重。进一步地，

城乡内部的不均等在上升中趋于接近，这意味着城镇化带来的对组内

差距的积极作用在消失，将来可能变成增加不均等的因素。第二部分

是城镇化对组间即城乡差距的影响。因为城乡平均收入自上世纪 80

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发散趋势，所以 Ln( Yu / Yr) 与( Yu － Yr) / Y

的绝对值都在增加，但它们相减后的符号往往难以确定。



图 5 表明，城镇化在早期其实是增加组间或城乡差异的，并因此使

总不均等上升。该影响在 1978 年最大，1978—1984 年间直线下降，

1984—1994 年间有所回升，之后就一直持直线下降的趋势。这个消

极的作用虽然与本文作者的预期完全相反，也与直觉不一致，但与前

面的理论推断却是吻合的。给定方法论部分得到的倒 U 型关系，当

城镇化对组内不均等的影响始终为负时 ( 参见上节的讨论和图 1) ，

城镇化对城乡差距的作用必须是先正后负。令人惊喜的是，这个始于

2003 年的积极作用，在短短八年时间从 0 变为 － 0. 17。图 5 还

表明，城镇化对组内差异的影响始终为负 ( 总是在横轴的下方) ，是

一直有益于收入分配的，其作用在 1982—1995 年间不断上升，但

之后趋向于 0。

四、结论及政策建议

本文基于常用的泰尔指数，构建了城镇化与不均等之间的理论关系。

这个关系呈倒 U 型。不同国家或地区，甚至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这

个倒 U 型关系是不同的。在给定城乡平均收入的情况下，当城镇内

部不均等小于农村内部不均等时，城镇化可以改善收入分配，反之亦

然。但在给定城乡内部不均等的情况下，城镇化对整体贫富差距的影

响则取决于城镇化水平，它早期使不均等上升，但后期帮助改善收入

分配。显然，城镇化与贫富差距之间是一个动态关系，必须动态地去

考虑和解析。城镇化不会无条件地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或恶化。

政策建议：

（一）中国应该加快城镇化步伐，它能帮助改善分配状况



（二）保持或增强城镇化对贫富差距的积极作用，关键是控制城镇

内部不均等的上升，或使其下降。

五、汇报点评

本文思路逻辑清晰，本文将分别从方法论和实证两个角度，探讨中

国城镇化这 21 世纪影响全球发展的最大事件与贫富差距这个中国

面临的最大挑战之间的关系。利用我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，发现我

国城镇化与不均等之间也呈现倒 U 型，即城镇化在初期导致整体不均

等上升，但后期会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。这里的临界值或数学上所谓

的驻点不是固定的，它取决于城乡平均收入和城乡内部各自的泰尔指

数 值 。 我 国 城 镇 化 在 1978—1994 年 期 间 使 整 体 不 均 等 上 升 ， 但

1995 年以后一直帮助减缓贫富差距的扩大，其效应呈不断强化的趋

势; 尤其是 2003 年后它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使我国整体收入不均等

有所下降，尽管这个城镇化效应一直不足以抵消其它变量引起的不均

等的上升。方法探讨将基于不均等的分解，并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推导

出新的研究框架，该框架具有一般性，可以用于解析任何国家或地区

城镇化与不均等的关系。

六、个人感想

①本文逻辑清晰，思路明确，作者先是提出了城镇化与不均等的关

系，再通过数学化的方式验证了城镇化与不均等的这个倒 U 型理论，

然后运用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，发现我国的城镇化与不均等关系，以

及最后对未来我国的城镇化与不均等关系做出了合理的预测。②本文



机理分析逻辑性强，使用的数据要有充分的文献支撑，使得自身文章

的说服力增强。


